
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影响下右翼民粹
政党支持率差异的调节变量探究
———基于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的观察

方鹿敏


　　 【内容提要】　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各自对右翼民粹政党在欧

洲国家兴起的影响，始终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通

过对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的数据和各选区结构数据的观察，

本文试图回答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会

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研究发现，失业率并不会直接影响右翼民粹

政党的支持率，但是，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相关性会在

外来移民涌入后受到调节。另外，选区内选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的社

会经济参与程度会共同调节外来移民比例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

关系。这些结论也进一步表明，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各自与右翼民粹政

党兴起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一些既有研究结论之间的冲突忽视了可

能对这些相关性产生调节作用的其他变量。

【关键词】　右翼民粹主义　失业率　外来移民　调节效应　德国

联邦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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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①在许多欧洲国家成立。这

些政党以右翼民粹主义为核心立场，拒绝现有的政治共识，主张市场自由

化、弱化政府干预的角色、反对社会平等 （ｓｏｃｉ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和社会融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价值体系，并隐含了严重的排外主义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倾向②。比

较著名的政党包括法国国民阵线 （Ｆｒｏ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奥地利自由党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ｌｉ

ｃｈｅＰａｒｔｅｉ?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比利时弗拉芒集团 （ＶｌａａｍｓＢｌｏｋ）、丹麦人民党 （Ｄａｎ

ｓｋＦｏｌｋｅｐａｒｔｉ）等。右翼民粹政党在不少西欧国家早已成功进入了联合政府，

显示了其具有日益不可忽视的生存土壤。有关右翼民粹政党在西欧国家兴起的

原因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议题，学者们基于右翼民粹政党的属性，相继

从宏观经济背景 （主要是失业率）和外来移民这两个角度延伸出了两条解释

路径。然而，对于 “失业率或外来移民如何影响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这一

问题，学界至今仍未就此达成系统性共识。本文认为，这种争议产生的原因主

要在于，一些特殊的背景条件可能会调节失业率或外来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

党支持率的影响。但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如何调节失业率或外来移民对右

翼民粹政党兴起的影响等问题仍未有清晰的结论。因此，本文试图以２０１７年

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为样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在２０１７年９月结束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成立于２０１３年的德国另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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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关于欧洲政党政治的研究中，术语 “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ｆａｒｒｉｇｈ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ｔ”有两种主要
用法，第一指代 “新法西斯主义”，即偏激右派，为政治光谱中最右端的意识形态；第二则指代右

翼民粹主义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立场介于传统保守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本文涉及的右派极端政党
主要指后者，也是本文综述内容中所涉及的各欧洲政党的实际政治坐标。在国外相关学术研究中，

“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ｆａｒｒｉｇｈ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ｔ”和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几个词在对政党定义的使用上并
无本质区别，可相互替换。为防止出现理解偏差，本文在文献综述中统一将这一类政党翻译为 “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但德国是一项例外，因历史原因，德国法律禁止政党使用极端性形容词体现政

治立场。因此，对德国政治立场处于传统保守主义和极端右派之间的政党，一般仅用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右翼民粹主义）来形容。相关定义及用法可参见：ＣａｓＭｕｄｄｌ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
ｔｉ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１１－１２；ＦｒａｎｋＭｏｌｓａｎｄＪｏｌａｎｄａＪｅｔｔｅ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ｌｏｆ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２７５－２９２。

可参见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Ｂｅｔｚ，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４，ｐ４。



党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ＡｆＤ）一举拿下１２６％的选票，成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国内各个选区之间 ＡｆＤ得

票率和其他社会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差异，这使得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的选举结

果成为在次国家层面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观察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分别如何

与其他要素互动，并影响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的有效对象。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回顾了现有文献，在总结宏观

经济和社会背景两条研究路径后，归纳既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强化

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为本文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也是研究假设

的理论来源；第四部分对定量研究中所涉及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数据进行说明，并

针对研究问题和假设设定估计模型；第五部分为对实证结果的阐释和分析；第六

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从事实逻辑上概括右翼民粹政党兴起在当下

德国和欧洲的现象本质。

二　相关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２０世纪后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在西欧国家兴起并发展，关于这一

特殊政党兴起要素的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当代右翼民粹政党的价值立场与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法西斯主义 （ｆａｓｃｉｓｍ）有所不同，这些政党通常提倡经济

新自由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排外主义以及反建制 （ａｎｔｉ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①。围绕几项核心背景因素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这些研究陆续探讨了

各个宏观层面的变量 （ｍａｃｒ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众支持率的影响。

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从经济背景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和社会背景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两大角度对这一论点进行考察，并围绕每一个核心变量分别展开更

深层次的探索，经过归纳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作为最主要的背景要素，经济要素成为学者们研究右翼政党崛起的主

要切入点。其中，失业率作为衡量宏观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学界用来

求证经济状况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因果关系最重要的自变量。然而，这一

似乎符合常理的因果联系遭到了不少学者研究结论的反驳。皮娅·克尼格 （Ｐ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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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ｉｇｇｅ）在追踪了比利时、法国、德国 （含原西德）、意大利、荷兰和丹麦六国

在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期间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发现，当国家经济

状况欠佳 （主要是失业率上升）时，右翼民粹政党对选民的吸引力降低①。马塞

尔· 吕伯尔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ｂｂｅｒｓ）、迈尔乌· 吉斯伯特 （ＭｅｒｏｖｅＧｉｊｓｂｅｒｔｓ）和皮

尔·施波恩 （ＰｅｅｒＳｃｈｅｅｐｅｒｓ）对１６个欧洲国家的４９８０１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

在控制了微观层面个体反移民情绪和对政治体制不满的变量后也发现，国家宏观

经济环境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呈统计学上的负相关，失业率越低的国家右

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越高②。卡伊·阿茨海默 （ＫａｉＡｒｚｈｅｉｍｅｒ）和伊丽莎白·卡

特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Ｃａｒｔｅｒ）在进一步确认了高失业率会降低右翼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

支持率后推测，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大众在面对欠佳的宏观经济环境时，

倾向于选择更有执政和治理经验的传统强势政党③。

其次，一些研究深化了宏观经济状况和大众对右翼民粹政党偏好之间的关

系。这类研究普遍观察到了宏观经济状况 （主要是失业率）和右翼民粹政党支

持率之间存在着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受到移民数量和存在的调节。但具体的关系

表现，各项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罗伯特·杰克曼 （ＲｏｂｅｒｔＷＪａｃｋｍａｎ）

和卡琳·沃尔佩特 （ＫａｒｉｎＶｏｌｐｅｒｔ）的研究显示，失业率越高的地区对右翼民粹

主义的意识需求越强烈，因为当代右翼政党的主要目标正是外籍劳工和移民，本

国民众在失去就业机会时就越倾向于归因于这两个群体，进而推动右翼民粹政党

的支持率的上升④。马特·戈尔德 （ＭａｔｔＧｏｌｄｅｒ）在从时间和国家两个维度分析

了１９个国家总共１６５次国家选举的数据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只有在移民

比例较高的情况下，高失业率才会导致民众在选举中更偏好右翼民粹政党⑤。解

释这一现象和关系的基本逻辑是，当人们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时，更倾向归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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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ａＫｎｉｇｇｅ，“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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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群体而非本群体①。

接下来，不少学者专注于从社会环境因素探索右翼民粹政党社会支持率的来

源。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外来移民的数量和比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但

各个研究结论差异性较大：例如，皮娅·克尼格和卡伊·阿茨海默在各自的研究

里均证实了外来移民数量和比例的增加会助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②。马

塞尔·吕伯尔和皮尔· 施伯恩也在合作研究中发现，右翼民粹主义在难民数量

高的区域更为盛行，他们同时发现失业率的增加并不会提高右翼民粹政党的大众

支持率③。在这些研究中，外来移民数量和比例的上升被认为必然会引发本地区

民众的反移民情绪 （ａｎｔ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是此类政党获得支持的主要来

源④。与大多数研究结论相反，约翰·塞兹 （ＪｏｈｎＳｉｄｅｓ）和杰克·西特林 （Ｊａｃｋ

Ｃｉｔｒｉｎ）二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移民数量作为一国的社会背景要素并

不必然引起社会大众对移民群体的负面情绪，而微观层次的个体要素，如文化身

份、经济利益和信息充分度才是影响大众对移民态度的主要变量⑤。

最后，更多研究扩展了社会环境在右翼民粹政党兴起中的作用。这类研究强

调外来移民的群体通过引发文化威胁感和经济威胁感而影响了大众对右翼民粹政

党的认同。外来移民首先会引发本地民众的文化威胁感，这一威胁感是本土民众

对移民持负面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外来移民与本土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 “互斥”⑥。根据伊娃·格林 （ＥｖａＧＴＧｒｅｅｎ）等人的观点，由于与本国社会

存在文化和价值上的不兼容，外来移民长期被视为一种价值威胁，且处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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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的状态中①。马丁·舒恩 （ＭａｒｔｉｎＡＳｃｈａｉｎ）在较早的研究中也指出，

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兴起，正是由于来自北非

的移民取代了原欧洲国家移民成为法国外来移民的主流并对法国的社会环境造成

了一定冲击②。延斯·赖格伦 （ＪｅｎｓＲｙｄｇｒｅｎ）发现，当外来移民的来源地主要

为 “文化距离”较远的区域时，文化和价值冲击会使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困难，

进而引发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反对情绪，并形成推动民粹政党兴起的社会公众

土壤。他具体以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兴

起为例，大量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进入丹麦，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冲

击，当现有制度无法应对一系列移民融合问题的挑战时，丹麦社会内部的政治民

粹主义不断增长，并最终推动了丹麦人民党的兴起③。葛切·卢卡森 （Ｇｅｅｒｔｊｅ

Ｌｕｃａｓｓｅｎ）和马塞尔·吕伯尔的研究也显示，移民引发的社会文化威胁感是导致

西欧主要国家的民众认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原因④。

延斯· 赖格伦在随后的研究中继续对比了西北欧几个主要国家 （奥地利、

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和挪威）对右翼党派支持度的调查结果，发现对右

翼民粹政党的支持源于本国公民的移民怀疑论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这一社

会意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 （ｒａｃｉｓｍ）和排外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外

来移民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对本民族社会认同造成破坏的担忧，是一种对抗

外来威胁的身份保护主义的表现⑤。这一观点在丹尼尔·奥奇 （ＤａｎｉｅｌＯｅｓｃｈ）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奥奇通过调查发现，在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

中，民众偏好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要动机，是将移民视为对本国身份的威胁。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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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瑞士和奥地利的蓝领阶层中尤为突出①。中国学者宋全成也指出，由于外

来移民在西欧国家仍是处于边缘社会的少数族群，这种状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激起了西欧各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使右翼民粹政党赢得了社会中

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②。此外，经济威胁感也是本国民众在面对外来移民时的一

个重要心理反应，这也被认为是一些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右翼民

粹政党支持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弗兰克·莫尔斯 （ＦｒａｎｋＭｏｌｓ）和约兰达·捷顿

（ＪｏｌａｎｄａＪｅｔｔｅｎ）在近期通过科学的行为实验发现，外来移民会刺激处于良好的

国民经济状况中的大众转向支持右翼民粹政党。莫尔斯和捷顿认为，外来移民的

增加会引发本地民众的经济威胁感，即失去现有所得和机遇的焦虑感③。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丰富的研究探讨了宏观经济和移民两项宏观因素对欧洲

国家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但相关结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这些存在的逻

辑矛盾和不足之处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第一，梳理现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几乎都证实背景层面的宏观经济

状况 （主要是失业率）并非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上升的直接原因。这种关系主

要是间接的，即在移民比例较高的地区，失业率上升会引发选民右翼化。然而，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外来移民的区域选择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有

学者在早年的研究中便发现，外来移民，特别是成年男子更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

高、就业率高的区域作为目的地④，福利所得则是难民选择移居目的地时的主要

考虑因素⑤。由此可见，高失业率、经济表现差的国家和地区本身并不具备吸引

外来移民的特征，从实践上看，若必须考虑外来移民的因素，笔者更倾向于认

为，外来移民更可能是经济状况恶化这一 “变化过程”的归因，而非经济状况

较差这一 “既定事实”的归因。也就是说，高失业率应该形成于外来移民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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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入后，而非之前。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时间序列概念和操作

上的区分，因此，简单将经济背景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关系通过外来移民的

因素联系起来缺乏时间逻辑上的可信度。

第二，现有研究在考察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时，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或区域样本的背景差异性，这可能是各个相关研究之

间结论有所差异的原因。也就是说，基于外来移民这一社会条件变量引申出的

文化距离或利益威胁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考虑到可能

存在的调节因素。这类研究往往在因果机制上强调，正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价值

观和经济威胁感引发民众对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政党的认同。尽管社会科

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肯定了社会身份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中基于群体分

类会引发歧视和冲突的观点①，但也有一些学者，例如亚历山大·哈斯拉姆

（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ｓｌａｍ）就指出，群体间刻板印象甚至冲突的发生需要特定条件，

如是否有可用的认知资源②。同时，因外来移民涌入而产生的各类威胁感是否

会因为一些因素的存在而被淡化？从这里我们可以按照理论逻辑推理出，外来

移民和本国群体之间身份 “互斥性”并非始终存在。因此，在考虑外来移民

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时，也必须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外部调节因素。在

实际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会淡化或继续刺激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

目前没有答案。

第三，在考察外来移民这一背景因素对民众党派偏好的影响时，现有的研究

并未重视欧洲一些没有移民传统，并且移民人口比例始终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通

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欧洲一些外来移民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持极右

翼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却有着很高的大众支持率。如匈牙利尤比克争取更好的匈

牙利运动 （Ｊｏｂｂｉｋ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éｒｔＭｏｚｇａｌｏｍ）在２０１４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票率

超过了２０％，但根据欧洲联盟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统计，匈牙利

每１０００位居民中仅有移民约６人，基本和欧盟国家平均数持平，且远远低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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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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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奥地利、瑞典、比利时、德国、荷兰等 “移民国家”①。也就是说，关于选

民对右翼民粹政党偏好成因的研究，可能存在因考查范围受限而产生的结论偏

差。这样就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全面系统选择考察的样本范围。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在２９９个选区内

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作为考察对象，试图从宏观层面更系统地理解经济状况和

外来移民这两项背景因素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具体的研

究问题：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会分别受到哪些

要素的调节？

本文认为，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是系统考察上述研究问题的可行

对象。首先，尽管德国统一已有近３０年，但德国内部各个州之间的宏观经济状

况仍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１９４９—

１９９０年）各州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各州之间，也存在

于统一后的德国各州内部选区之间。其次，目前德国各州之间、各州内部选区之

间的移民数量和所占比例差异很大，以首都柏林为例，其境内选区米特区内外来

移民的比例高达 ２９％，而另一个位于柏林的选区马赞区内外来移民比例仅为

６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最新联邦议会选举的统计结果显示，德国右

翼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境内各选区之间的得票率差异很大 （见图１）。

该党在一些联邦州的选区 （主要是原东德地区选区）获得了超过２０％的得票率，

但在另一些选区，如汉堡市的阿尔托纳选区，该党仅获得５５％的得票率。由此

可见，以选区为单位，各地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度存在很大差异。

三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在理论推理部分，本文并不以任何一项研究结论为前提。在已知探讨西欧各

国右翼民粹政党兴起原因的文献中，经济与移民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要素，因此

本文仍将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所探讨的主要议题并非失业率

与外来移民比例是否影响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而是考察这两项因素对右翼民粹

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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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数据可查阅欧盟委员会关于各项移民数据的统计网站，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图１　德国另类选择党在２０１７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各选区得票率情况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各党派得票率选区分布，ｈｔｔｐ：／／ｗａｈｌａｔｌａｓｎｅｔ／ｂｔｗ／１７／＃！

ａｆｄ１７２，ｄｅｆａｎａｌｔ

（一）宏观经济状况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

从宏观层面考察经济因素对右翼民粹政党社会支持率的影响，应该首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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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此类政党在经济维度的意识偏好。从发展的角度看，当代右翼民粹政党所持

有的是一种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在的意识形态体

系突出了秩序性和等级性①。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排斥平等的分配原则，并希

望通过改进政治和社会经济框架塑造一个社会等级体系，因此当一国具备完备的

福利体系时，右翼民粹政党的大众支持率会被削弱②。在经济方面，当代西欧的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强调构建自由市场体系，弱化政府角色③，这也意味着，

在右翼民粹政党的立场中，福利体系只是作为一种以政府职能形式存在的社会保

障模式，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遇到经济困境时，首先应该做的是 “自救”。

经济背景会从多个角度影响民众的安全感。例如，全球化导致的弹性劳动力

需求，会通过影响工资和就业状况的稳定性而引发蓝领工人群体在经济上的不安

全感。④ 此外，失业率和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如兼职、半职等都会引发大众心理

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大众更认同重视政府救助职能的社会政策⑤。从本质上看，

对社会救助体系的需要意味着大众选择接受强力主权国家的管理，因为人们亟须

逃避这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⑥。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危机会唤

起民众对政府主导秩序的认同。这种认同的核心表现就是国民对构建公平、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期待，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左翼政党的施政纲领。希腊激进左翼

联盟 （激左盟，ΣυνασπισμóΡιζοσπαστικ Αριστερ ）在２０１５年希腊议会选

举中胜出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整体宏观经济状况会对大众在经济上的心理安全

感产生影响，当经济状况欠佳时，民众更依赖政府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

因此，本文首先赞同一个观点，即在较差的经济状况下，民众难以认同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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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政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如自由市场、弱化政府角色、分配等级制度

等），这也从前提上肯定了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失业率上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

率增加之间并无直接因果联系。然而，一旦外来移民涌入后，失业率和右翼政党

支持率之间的关系会受到调节。此时，移民群体会成为民众解读经济状况和自身

利益的一种途径。从时间序列上看，失业率的变化在顺序上应晚于外来移民比例

的变化。宏观经济状况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移民涌入后，

后期失业率对选民认知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第一项研

究假设：

假设一：外来移民涌入后，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相关性会相

应受到调节。

（二）外来移民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

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极端色彩的意识形态，其强调的 “移民怀疑论”

观点既表达了对移民冲击本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担忧，也表现出对自身资源

（主要是经济和机会资源）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忧①，这使右翼民粹主义从本质上

成为一种以族裔为标准维持社会结构等级和相关利益分配的价值导向②。当个体

倾向于这种意识价值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管理 “不确定性”的心理需求，即

避免自我陷入因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和恐慌，并且抗拒可能使

自身陷入不确定状态的潜在因素③。

外来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时，群体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亨利· 泰弗尔 （ＨｅｎｒｉＴａｊｆｅｌ）从社会身份的视角指出，群体间的对立 （ｉｎ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是一个主观上对比的心理过程而非基于利益的客观冲突，这种对

比强调了群体间属性的差异性。④ 笔者认为，这种强调群体差异的心理过程也是

本国大众宽容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程度高低的体现。学者们在 ２０世纪的研究中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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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概念做出了定义，即在政治上，宽容意味着 “允许不同政治意见和表

达的存在”①。随后，这种对政治宽容的定义，在学术作品中也扩大到了对非主

流群体的接受程度和国际冲突的议题上②。在本国国民—外来移民的群体关系

上，从本国国民的角度出发，这种宽容本质就是对差异性的包容，首先淡化主观

层面对肤色、种族这些客观存在的标签的差异性认知，接着便是淡化从这些客观

标签中延伸出的身份和文化属性的差异。

一般而言，当本国大众整体的族群宽容程度较高时，对外来移民可能产生身

份和文化威胁的感知。社会科学家们在较早前的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会显著

提高个体在政治上的宽容度③。笔者认为，这一论点在涉及本地民众和外来移民

之间的族群关系时依然适用，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时，

该地区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差异性的宽容度就越高，而文化和身份威胁感相应降

低。当这种威胁感降低时，民众在心理上对不确定性的管理需求也会降低，持有

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政党会因此失去发展的土壤。本文基于此提出第二项具体

研究假设：

假设二：外来移民数量或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会受到整体受教

育水平的调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外来移民对提高右翼民粹政党支

持率的作用会减弱。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与经济状况实际恶化不同，经济威胁感并

不必然形成于经济衰退的状态下，而是对各类客观情况进行理解的 “主观认

知”，通常表现为团体外成员和团体内成员之间对各自利益状态的主观解读④。

经济威胁感是群体间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在族群关系中，这种威胁感不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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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强势族群一方，也存在于弱势的族群一方①。在本国民众—外来移民的群体关

系中，本国民众经济威胁感的主要来源是 “民众如何看待外来移民带来的损害

（或利益）的性质及严重性”②。通常情况下，这种认识方式依赖于对外来族群的

刻板印象，例如，来源于贫穷国家的移民更容易被认为会对本国民众经济利益产

生威胁③。

我们假设，淡化刻板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本国民众在面对外来移民时

产生的经济威胁感。群体间互动理论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在合适的

条件下，群体间的互动会减少偏见和对立。④ 这一理论也被延伸到族群关系的研

究中，巴特·米勒曼 （ＢａｒｔＭｅｕｌｅｍａｎ）进一步发现，族群之间的互动会降低本

国民众的经济威胁感，减少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态度⑤。但托马斯·佩蒂格鲁

（ＴｈｏｍａｓＦ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也进一步指出了一个事实，即 “带有偏见的群体会自然拒

绝与外部群体的接触”⑥。因此，笔者提出，在族群关系中，这种降低本国民众

对外来移民的经济威胁感的社会互动，本质上是外来移民通过参与社会活动

（或社会劳动）在客观上形成的社会融入结果。具体而言，在外来移民参与商业

活动 （如国际贸易、个体商业经营）时，会和本国民众产生自然接触，这种接

触并不需要主观意愿的引导，而是一个基于客观存在的现实互动。研究发现，更

充分的就业和社会劳动经历会大大提升外来移民群体在所在国的心理存在感，并

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相反，无业或失业的状态则会强化移民群体和本国社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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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不兼容①。也就是说，当外来移民的社会参与度高时，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

在经济上的威胁感会降低，反移民的社会情绪可以得到抑制。本文基于此提出第

三项研究假设：

假设三：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会调节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

响。当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高时，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会

降低。

四　概念操作、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本文以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和早前的选区结构数据为观察样本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民持有两张选

票：第一张选票用来选举本人所在选区中的一位政治家进入联邦议会担任议员，

该票用来 “选人”；第二张选票用来选举自己所支持的政党，该票将用来决定议

会中每个政党席位的数量并决定德国联邦议会的权力格局。本文所使用的政党得

票率数据为选民第二票的选举结果数据，各选区右翼民粹政党第二张选票得票率

为因变量，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分别为两项涉及经济和社会背景的核心自变量。

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概念化操作将被放置在欧洲政治结构的话语体系内。在欧

洲政治光谱中，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强调以 “人民”（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为

基础的反精英主义施政哲学。但是，与左翼民粹主义将人民发展成为与平民群体

相关的平均主义理念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将人民的概念与 “家园”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

相结合，进而引申出民族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本土主义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的内涵③。

如今，在西欧政党政治谱系中，民族主义与本土化已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

心意识形态。另外，右翼民粹政党强调对本土身份统一性、确定性的追求，因此

其特征中包含了对权威体系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ｍ）的服从④。本文将各选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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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ｎａｄ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ｕｅ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ｕ
Ｃｏｍｐｏｒｔ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１９９６，ｐｐ２４０－２５１

实证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ｗａｈｌｌｅｉｔｅｒｄｅ／ｅｎ／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ｓｗａｈｌｅｎ／２０１７ｈｔｍｌ。
ＰａｕｌＴａｇｇａｒ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ｏｌｏ

ｇｉｅｓ，ｖｏｌ９，ｎｏ３，２００４，ｐｐ２６９－２８８；ＣａｓＭｕｄｄ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ｐ１６－２０
ＣａｓＭｕｄｄ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２２；ＡｎｄｒｅｊＺａｓｌ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ａｒｔｙ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３０９－３１８



国另类选择党ＡｆＤ得票率作为测量２０１７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发展状

况的指标。ＡｆＤ在成立初期以 “欧洲怀疑主义”为核心立场。学界普遍认为，

２０１５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ＡｆＤ已经从欧洲怀疑主义政党转变为以民族主义

和本土主义为导向的右翼民粹政党①。一方面，ＡｆＤ在其２０１７年的政治纲领中明

确提出了一系列阻止德国 “伊斯兰化”的主张，这些宣扬仇外和伊斯兰恐惧心

理的竞选主张表明ＡｆＤ已将本土主义作为政党的优先议题②。另一方面，与其他

德国极右翼政党，如德国国家民主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ＮＰＤ）对国家基本法表现出的敌视不同，ＡｆＤ在其２０１７年的政治纲领条款中强

调了对基本法律和秩序的遵守③。从这个意义上看，ＡｆＤ可以被认为具有权威倾

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ＡｆＤ得票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４日德国联邦议会

选举结果揭晓后的统计，失业率的数据统计截至选举前的２０１７年３月，外来移

民人口比例的统计结果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时间节点。德国联邦移民及难民

局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ü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的统计显示，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

近百万难民申请者集中在２０１５年７月到２０１６年２月间到达德国，此后入境德国

的难民申请人数逐渐回落。④ 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

统计数据之间所设置的１５个月的时间差，对假设选民通过移民群体解读自身利

益状况并在选举中做出决策有重要意义。

实证部分所用的数据全部为静态截面数据，每个变量２９９个选区的相关数据

均收集于同一时间点。对所有核心概念和变量的操作将放在 “选区”这一单位

层次上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ｌｅｖｅｌ），这些变量均以宏观层次而非个体层次存在。失业率

和外 （国）来人口比例将被分别用来测量宏观经济和移民状况。另外两项调节

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如下：社会受教育水平的具体测量指标为本选区内具备

“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口比例”，比例越高意味着该选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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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具体参见 ＤａｖｉｄＦＰａｔｔｏｎ，“Ｍｏｎｄａｙ，Ｍｏｎｄａｙ：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ｉｎｃｅ１９８９，”Ｇｅｒｍ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４，２０１７，ｐｐ４８０－４９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Ｏｌｓｅ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ｆ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Ｇｅｒｍ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７０－８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Ｈａｎｓｅｎａｎｄ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Ｏｌｓｅｎ，“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ｅｓｈ：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Ｖｏ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ｆＤ）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１－１９

ＡｆＤ２０１７年政治纲领 （英文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ｆｄｄｅ／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ｓｉｔｅｓ／１１１／２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７－０４－１２＿ａｆｄ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ｗｅｂｐｄｆ。

相关数据可参见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ｈｏ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ｉｔｅｓ／ｈｏ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ｉｌｅｓ／１１ａ＿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ｘ＿ｆｉｎａｌ＿ｅｎ＿０ｐｄｆ。



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通过计算 “外 （国）来人口占比”与 “领取失业补助和

社会津贴人口中外 （国）来人口占比”的比值来测量，数值越大，外来移民参

与就业的比例越高，亦表明社会参与程度更高。

另外，为避免一些因素对统计结果形成干扰，本文针对所验证的假设分别将

相应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

区选区为各项回归中固定的三个控制变量。其中，投票率和人均区域内 （国民）

生产总值被绝大多数讨论选举结果的研究设置为控制变量。另外，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领土的选区在历史因素影响下有很强的反建制传统。乔纳森·奥尔森 （Ｊｏｎ

ａｔｈａｎＯｌｓｅｎ）发现，在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Ａｆ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

区吸收了许多本应流向德国左翼党 （ＤｉｅＬｉｎｋｅ）的选票，这部分 ＡｆＤ支持者认

为左翼党的反建制及反精英主义的纲领过于温和，因此更期待 ＡｆＤ作为右翼民

粹政党可以改变目前德国精英政治的状态①。因此，本文将某一选区是否曾经属

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作为一个可能影响ＡｆＤ得票率的控制变量②。

首先，考察外来移民是否会调节宏观经济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本

文设定如下基础模型，该模型用于估计宏观经济状况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

的关系：

ＡｆＤ得票率ｉ＝α＋β０失业率ｉ＋β１Ｘｉ＋γｉ＋εｉ （公式１）

其中，ｉ表示选区。因变量ＡｆＤ得票率ｉ表示ｉ选区在本次德国联邦议会选举

中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失业率ｉ，表示 ｉ选区的

宏观经济状况，本文用失业率作为核心测量指标。Ｘｉ为会影响右翼政党得票率的

主要控制变量，在该模型设定中主要包括：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是否

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社会参与程度。γｉ和εｉ分别表示与

选区ｉ有关的各项不可观测因素和随机项。

为验证本文第一项假设，我们将对此基础模型拓展，引入调节变量

外来移民ｉ。除了可能独立影响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外来移民比例的变化也

可能改变宏观经济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因此，在基础模型中还需要引入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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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Ｏｌｓｅ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ｆＤ：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ｐ７０－８３
在全德 ２９９个选区中，有两个位于柏林市境内的选区 （ＢｅｒｌｉｎＭｉｔｔｅ和 Ｂｅｒｌ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ｈａｉｎ

ＫｒｅｕｚｂｅｒｇＰｒｅｎｚｌａｕｅｒＢｅｒｇＯｓｔ）由分别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地区的领土合并而
成，在统计中，这两个选区将被归为 “不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的样本内。



与外来移民的交叉项，即失业率ｉ×外来移民ｉ，最终得到以下拓展模型：

ＡｆＤ得票率ｉ＝α＋β０失业率ｉ＋β１外来移民ｉ＋β２失业率ｉ

×外来移民ｉ＋β３Ｘｉ＋γｉ＋εｉ （公式２）

接下来，对假设二和假设三的验证，都围绕外来移民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

之间的关系展开，这一估计的基础模型为：

ＡｆＤ得票率ｉ＝α＋β０外来移民ｉ＋β１Ｘｉ＋γｉ＋εｉ （公式３）

该模型与公式１原理一致。模型中的 ｉ表示选区，被解释变量 ＡｆＤ得票率ｉ

表示选区ｉ在本次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核心

解释变量为外来移民 ｉ，即选区ｉ内，外来 （国）人口所占比例。Ｘｉ为会影响右

翼政党得票率的主要控制变量，在此模型中主要有：失业率、投票率、人均区域

内生产总值和是否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另外在两项不同的估计中分别

加入移民社会参与度和受教育水平。γｉ和εｉ分别表示与选区ｉ有关的各项不可观

测因素和随机项。

为验证本文的第二、三两项假设，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扩展模型中分别引

入调节变量受教育水平ｉ和移民社会参与ｉ。除了对右翼政党支持率的独立影响，

这两项变量还可能分别与解释变量移民比例产生交叉作用，也就是说，移民比例

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因各选区选民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或各选区内移民参与

社会劳动程度的差异而改变。对假设二和假设三的验证，我们分别做出以下两项

扩展模型：

ＡｆＤ得票率ｉ＝α＋β０外来移民ｉ＋β１受教育水平ｉ

＋β２外来移民ｉ×受教育水平ｉ

＋β３Ｘｉ＋γｉ＋εｉ （公式４）

ＡｆＤ得票率ｉ＝α＋β０外来移民ｉ＋β１社会参与ｉ＋β２外来移民ｉ

×社会参与ｉ＋β３Ｘｉ＋γｉ＋εｉ
（公式５）

五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 （见表１）。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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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被设置为虚拟变量，故在此暂不做均值、标准差、最

大值和最小值描述。表２显示为相关性检验后得到的各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用以考察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相关性，以避免可能

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对假设检验的准确性。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两个变量是外

来移民和移民社会参与，两者间相关系数为０７４４，但并未达到０８的高度相关

基准线①。表３显示了各解释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失

业率与外来移民、受教育水平与投票率、受教育水平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

移民社会参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之间相关性均在高于０１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差异，外来移民与投票率之间的相关性则在００５—０１间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

异。这些高于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较

高。为避免可能存在的误差，我们加入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作为解释多重共

线问题的工具。由表１可知，各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１０。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可以按照前文中的估计进

行回归分析。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膨胀因子

失业率 ２９９ ６１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４１０％ ２８８

外来移民 ２９９ １０１０％ ５４０％ １２０％ ３１４０％ ６３６

移民社会参与 ２９９ ０３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６ ０９５１ ３９５

投票率 ２９９ ７６１０％ ３４０％ ６４７０％ ８３９０％ ２４２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

（单位：欧元）
２９９ ３５２２３７５ １３０８７４４ １８６２２ ９９３４４ ２３５

受教育水平

（大学入学资格比例）
２９９ ３４５０％ ７４０％ １９７０％ ５５１０％ １９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 ２９９ — — — — ２０８

ＡｆＤ得票率 ２９９ １２８０％ ５５０％ ４９０％ ３５５０％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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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达摩达尔·Ｎ古扎拉蒂、唐·Ｃ波特：《计量经济学基础》（第五版），费剑平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６页。



　表２ 各解释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

失业率 外来移民
移民社会

参与
投票率

区域人均

生产总值

受教育

水平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选区

失业率 １

外来移民 ００１５ １

移民社会参与 ０３６４ ０７４４ １

投票率 －０６４２ ０１１ －０２６５ １ — — —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 －０１１２ ０６９ ０４１９ ０２０６ １ — —

受教育水平 ０４０９ ０３４２ ０３８１ ００５７ ０３８７ １ —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选区
０３６２ －０５１８ －００９４ －０４２５ －０３２５ －００３１ 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３ 各解释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

　 失业率 外来移民
移民社会

参与
投票率

区域人均

生产总值

受教育

水平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选区

失业率 ０００ — — — — — —

外来移民 ０８０ ０００ — — — — —

移民社会参与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

投票率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 — —

区域人均生产总值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选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本文采用ＯＬＳ回归对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实证数

据为截面数据，故回归后所得的调整 Ｒ２普遍较小。表４为失业率、右翼民粹政

党得票率和外来移民比例整体回归结果图。列１是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宏观经济状况 （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

（２）至列 （７）为逐一增加控制变量后，失业率与ＡｆＤ支持率之间相关性的回归

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控制变量完整性的增加，失业率与选民右翼化之间的

显著相关性迅速消失。列 （７）为完整添加各项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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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失业率的上升并不会直接增加ＡｆＤ的选民支持率。在列 （８）中，我们增加

了外来移民与失业率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在５％的显著水平上为显著正相

关，失业率的系数显示为显著负相关，显著水平从第 （７）列中的不显著升至

１％。也就是说，失业率与选民右倾化之间的负相关性依赖于选区内外来移民的

状况。选区内的移民比例上升１个百分点后，低失业率对增加ＡｆＤ得票率的作用

效果会增强３７７２％。回归结果表明，在外来移民涌入失业率低的选区后，选区

内ＡｆＤ支持率会随之走高。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第一项假设。由于各选区外

来移民的数据统计早于失业率统计一年，我们猜测，外来移民被解读为经济成果

的 “共享者”而非经济发展的 “贡献者”，以宏观经济为投票立场的ＡｆＤ支持者

可能对外来移民这一群体在定位上出现了偏差。这一推测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在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移民比例较高的两个南部州 （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

选区，ＡｆＤ的得票率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一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一。

　表４ 失业率、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与外来移民比例整体回归结果

ＡｆＤ得票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失业率 ０４１０ －０２６７ ０２６４ ０２８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４ －０１６６ －０５９０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０）

投票率 — －０７５７ －０４８４ －０５６５ －０５４２ －０３５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０

—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受教育水平 — — －０２３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１

— —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移民社会参与 — — —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 — —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ｌｏｇ）区域人
均生产总值

— — — —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 — — —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外来移民 — — — — — －０６９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０

— — — — —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７）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选区
— — — — — —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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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ｆＤ得票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 — — — —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失业率 ×外来
移民

— — — — — — — ３７７２

— — — — — — — （１５４７）

常数 ０１０２ ０７２０ ０５５９ ０６３３ １００６ ０３０８ ０３７０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样本数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２ ０２２５ ０２５５ ０２８６ ０３８３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８

调整 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６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４ ０３７０ ０７１５ ０７２０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５为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在各个选区得票率关于外来移民比例的回归结果，但

其中暂未考虑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列 （１）为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外来

移民比例和ＡｆＤ得票率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 （２）—列 （７）为逐一添加投

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移民社会参与、受教育水平和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选区几项变量后，外来移民比例与 ＡｆＤ得票率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

（１）—列 （６）的结果显示，在未添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这一控制变量

时，德国各选区外来移民比例与选民右倾化之间始终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水平持续

达到１％。在列 （７）添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控制变量后，这一显著的

负相关性随即消失。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变量则显示了与ＡｆＤ兴起

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

如表５列 （１）—列 （６）所示，在未考虑反建制因素的情况下，外来移民

与ＡｆＤ得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移民比例越高的选区，ＡｆＤ的支持

率越低。但在列 （７）完整添加各项控制变量后，笔者发现，除外来移民与选民

右倾化之间的显著负相关性消失外，投票率与因变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也

从１％水平下降到１０％。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变量显示了与ＡｆＤ支

持率的高度正相关性。这一结果说明，与移民议题相比，从全国的层面来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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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是 ＡｆＤ选民更重要的动机来源，前文中所假设的外来移民

可能引起的威胁感暂时无法通过这一统计结果描述出来。

为了继续考察外来移民与 ＡｆＤ兴起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更深层次的关系，

我们在表５列 （７）的整体回归基础上，分别引入外来移民与受教育水平交叉

项、外来移民与移民社会参与交叉项以及这两项交叉项的综合项所得出的回归结

果 （见表６）。在表６的三项回归中，只有引入外来移民与选民受教育水平这一

交叉项后，移民比例与 ＡｆＤ支持率之间的回归系数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上为正，

而在另外两项回归中，外来移民与 ＡｆＤ支持率之间仅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但是，在引入调节变量后，主效应是否显著与调节效应是否显著是相互独立的，

主效应的不显著性并不影响我们对调节效应显著性的判断。在表 ６的列 （１）

中，外来移民比例与受教育水平交叉项回归系数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即

选民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移民比例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在列 （２）

中，外来移民与移民社会参与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即移民的社会参与无法

显著调节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兴起之间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确认两项调节

变量的实际作用，我们在列 （３）中同时添加了外来移民分别与受教育水平和移

民社会参与形成的两个交叉项。结果显示，两项交互效应均呈现显著状态，但外

来移民与ＡｆＤ得票率之间的主效应则不显著。

从表６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选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强移

民比例与ＡｆＤ之间的负相关性，尽管这种负相关性是不明显的。其次，当外来

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移民比例越高的地区更容易出现 ＡｆＤ高支持率

的情况，且移民的社会参与无法调节这种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此时，移民社会

参与与外来移民这两个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直接从主效应是否显著

来评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考虑选民受教育水平和外来移民之间的

交互效应时，移民比例越高的选区 ＡｆＤ得票率越高。最后，当移民社会参与和

选民受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同时与外来移民产生交互作用时，两项交互效应分别

为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而此时外来移民比例与 ＡｆＤ得票率之间的负向主

效应则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选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外来移民的社会参与会同时调

节外来移民和ＡｆＤ支持率这两者间看起来并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中，选民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这种负相关性，而移民的社会经济参与度提升则弱化了

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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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右翼政党得票率关于外来移民人口比例的回归结果

ＡｆＤ得票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外来移民 －０４７２ －０４３３ －０４０６ －０３９７ －０６５８ －０６９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２）

投票率 — －０５５８ －０５４８ －０６１０ －０５１８ －０３５６ －０１５０

—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８）

（ｌｏｇ）区域人均
生产总值

—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 —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失业率 — — — －０１３６ －０２７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６６

— — —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８）

移民社会参与 — — — —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０

— — — —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１）

受教育水平 — — — — —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４

— — — — —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２）

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选区
— — — — — — ０１１８

— — — — — — （０００６）

常数 ０１７５ ０５９６ ０６５６ ０７２２ ０５５２ ０３０８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２）

样本数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Ｒ２ ０２１７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７ ０３６２ ０３８３ ０７２２

调整Ｒ２ ０２１５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９ ０３２８ ０３５２ ０３７０ ０７１５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６列 （３）反映的综合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二项假设，但否定了

假设三。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外来移民与 ＡｆＤ支持率之间 （不明显的）

负相关性，但是这种负相关性则会因为移民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被弱化。根据前文

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我们对这两项显著的调节关系分别做出如下解读：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会淡化与移民这一概念相关的文化和身份威胁感，而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

活动则强化了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将这一结果与表４所展示的统计结果相结

合，我们可以理解为，尽管德国选民右倾化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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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移民进入德国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后，本国民众对自身经济利益状态的解

读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非淡化本国国民对外来移民的刻板

印象的有效互动途径，相反，会带来另一种经济威胁感，即外来移民共享了本国良

好经济状况的发展红利。这一解读也呼应了笔者对表４统计结果的解读。

　表６ 外来移民比例、右翼政党得票率与受教育水平、

移民社会参与整体回归结果

ＡｆＤ得票率

（１） （２） （３）

外来移民 －０１９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６）

投票率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ｌｏｇ）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失业率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移民社会参与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外来移民×移民社会参与 — －０２０２ －０５１９

—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８）

受教育水平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０）

外来移民×受教育水平 ０９８９ — １６５５

（０５１７） — （０５９１）

常数 ０４２０ ０３７４ ０４６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５）

样本数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９９

Ｒ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０

调整 Ｒ２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５ ０７２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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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本文以德国为案例，利用２０１７年联邦议会选举在选区层次的数据，实证考

察了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右翼民粹政

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主要实证结果如下：首先，失业率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右

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但当选区内移民比例上升后，失业率与 ＡｆＤ得票率之间

的负相关性会增强。其次，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相比，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

（反建制）是２０１７年ＡｆＤ选民的更重要的动机来源。最后，选民受教育水平和

移民社会经济参与程度会分别同时增强和弱化外来移民比例与 ＡｆＤ得票率之间

的负相关性。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比例这两项因子难以独立解释

右翼民粹政党在西欧各国兴起的深层次原因。从统计结果来看，笔者推测，外来

移民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选民对自身利益状态的认知，选民更倾向于

将移民群体定义为经济成果 “共享者”而非 “贡献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

选民主观上认为外来移民的涌入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笔者将这种经济利益解

读为从业机会。对于本国选民来说，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高于文化和身份的威

胁感，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何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反而减弱了高移民比例

和低ＡｆＤ支持率之间的关系。选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强化高移民比例和低ＡｆＤ

支持率之间关系的作用表明，本国选民对移民群体差异性的宽容度与选民自身受

教育水平紧密相关。

需要承认的是，西欧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非外来移民或宏观经济状况能够简单解释。以德国为例，尽管难民潮引

发了一系列对移民群体的现实担忧，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则构成了德国另类选择

党在２０１７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主要的选票来源动机。当前，右翼民粹政党的逐渐

复兴已经成为西欧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相继引发了民间和学界的担

忧。从结论上看，结合西欧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未来一定时期里，如何避

免本国国民和政治过度民粹化也许对各国公共政策制定者们而言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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